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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以回应社会关切，其保护的法益具有双重性，包括社会法益

和个人法益。非法债务中的高利贷应定义为年利率超过36%的债务。对于“情节严重”的相关认定标准，

不宜过于严苛，无需达到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入罪标准。在主观上，该罪行为人只能是为了催收高利放

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而不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同时，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

是并列的关系，不存在竞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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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adds the crime 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s to respond to social 
concerns, and the legal interests it protects are dual, including social legal interests and personal 
legal interests. Usury in illegal debt should be defined as debt with an annual interest rate of more 
than 36%. The relevant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for “serious circumstances” should not be too 
strict,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meet the criminalization standards for crimes of violating personal 
rights. Subjectively, the crime can only be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s generated by 
usury lending, etc., and cannot have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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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llecting illegal debts, the crime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and the crime of il-
legal detention are in a parallel relationship, and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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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企业的融资需求日益增加，加上金融机构的信贷门槛过高，手续复杂，

所以使得民间融资以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蔓延、生长。民间融资作为官方金融机构的补充，在促进民营

经济快速发展，减轻国家信贷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违法行为的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高利放贷”，该行为本身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虽然对金融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

刑法介入的程度。民间高利贷的危害性主要在于其引发的一系列非法讨债的行为。尽管如此，在理论和

实践中关于“高利放贷”是否入罪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增加了催收非法债务罪，通过将非法催讨高利贷这一衍生行为犯罪化，

“倒逼”高利放贷的行为减少，从而回避了这一纷争。 
在《修正案》颁布以前，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讨债行为通常是以寻衅滋事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

法拘禁罪等罪名论处，最新修正案在刑法第 293 条之后增加了催收非法债务罪作为第 293 条之一，标志

着将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正式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虽然法条明确规定了三种行为方式，但由于刑法规范

的抽象性，实践中不同司法机关对于条文中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适

用出现不当扩张或限缩适用的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刑法理论对该罪进行教义学分析，以确保其

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被正确适用。 
立法者将该罪置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并位于寻衅滋事罪之后，这样设置的法理基础必然与其保护

的法益有关，而法益的内容直接影响到对构成要件要素的实质解释，因此我们有必要以该罪的法条位置

为切入点，探析其背后保护的法益，以便对非法债务、行为方式、主观方面等要素进行更为严谨的教义

学阐释。此外，催收非法债务罪作为一个独立的新罪名，与寻衅滋事罪等其他犯罪的关系如何，是否存

在竞合的可能，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2. 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规范构造 

2.1. 保护法益的“双重性” 

法益实质上指的是犯罪构成理论中的犯罪客体，有学者认为，根据法益主体享有者的归属，可以将

法益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个人法益是指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自身利益，特定客体是该法益的

完全掌控者与拥有者，如公民的身体健康权、财产权等；超个人法益又称社会法益、集体法益，是指刑

法所保护的国家与社会的利益[1]。 
笔者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保护的法益具有双重性，既包括社会法益也包括个人法益。催收非法债

务罪规定在扰乱社会秩序罪这一节中，从刑法规范的整体性来看，立法者将该罪名置于寻衅滋事罪之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41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婧仪 
 

 

DOI: 10.12677/ds.2022.84120 887 争议解决 
 

由此可见其主要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罪名只侵犯了这一法益，非法催收行为所侵

犯的个人法益应当受到同样的关注。因为所有秩序的维护最终都是为了保护个体的利益，所有对社会秩

序的侵害应该可以还原为对个体法益产生侵害，只是出于法规范保护目的的不同，个体法益在不同罪名

中所处的保护地位存在主次差异[2]。 
社会秩序作为一种超个人法益，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不仅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较为困难，也

极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断标准随意的问题。作为刑法第 293 条之一，如果仅以是否触犯单一

法益来确定是否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那么该罪的处罚范围会不当扩大，法益限制入罪的机能也难以得

到有效发挥。为了避免催收非法债务罪沦为继寻衅滋事罪之后的第二个“口袋罪”，笔者认为应当明确

催收非法债务罪侵害法益的双重性，并以其为导向确定入罪的标准。从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非法催收

的手段行为通常表现为暴力、胁迫、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方式，因此在判断某一催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时，要考虑到该行为是否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造成了实害结果，而不能仅以催收行为可能会危害到社

会秩序将其入罪。换言之，催收非法债务罪应当是实害犯，对该罪的入罪标准应符合“双重实害”的标

准，即成立本罪必须对公民的人身权益或财产权益造成实际的损害且危害到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作为一

种抽象法益，其实害结果可以采用推定的方式来考察，比如催债主体是有组织性的催债公司，在一定区

域有重大影响力，那么可以推定该主体实施的催债行为会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危害性。 

2.2. “非法债务”的范围与界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二审稿对于“非法债务”的表述是“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或者其他法律不予保

护的债务”，而三审稿将其修改为“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删除了“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

务，对“非法债务”的范围进一步限缩。这样修改的原因在于，“非法债务”与“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

涵盖的范围是不同的，且债务性质对于判断索债行为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3]。 
“非法债务”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就其具体的界定标准给出明确的答案。有

学者认为，债可以分为合法之债、自然之债、非法之债三种类型[4]。合法之债是指受到国家和法律完整

保护的债务。自然之债，是指虽然欠缺强制执行力，但依然具备债的一般效力的债务[5]。超过诉讼时效

之债就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自然之债。非法之债是指不受国家和法律保护的债务，如高利贷产生的部

分债务、基于赌博、嫖娼等不法原因产生的债务等。笔者认为，“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包括了非法之

债与自然之债，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区分债务的性质，将超过诉讼时效之债等自然债务排除在非法

债务之外，因为这类自然债务虽然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但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

得到了民法的承认。在民法中，自然债务的设立、履行都是合法的。因此，为了保证民法与刑法的秩序

统一性，应当将自然债务排除在非法债务之外。 
高利贷作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重点打击对象，它在刑法中的认定标准也颇有争议。2020 年以前，有

关法律对利息标准的规定是“两线三区”，根据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年利率 24%以内的利息属于合法债务，年利率 24%至 36%的利息属于自然之债，

法律不保护也不禁止履行，年利率 36%以上的利息属于非法之债。但 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 2015 年颁

布的民间借贷解释进行了修改，规定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下简称 LPR)四倍以下的利息属于合法

债务，超过这一标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 
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参照民法的最新规定，以超过 LPR 四倍的利息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

也有学者认为刑法中的高利贷应当定义为超过年利率 36%的债务。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理由在于： 
首先，刑法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就立法层面而言，其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时应该特别

谨慎，如果是其他法律能够调整的行为，就不需要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6]。对刑法的解释也应该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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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谦抑性，具体而言，民法中只是规定了合法债务的范围，而未对 LPR 四倍以上的利息作出禁止性、

否定性评价，换言之，LPR 四倍以上的利息连民法的强制性规定都没有违反，更不可能成为刑法的催收

非法债务罪中高利贷的入罪标准。从债务的性质角度来看，结合 2015 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LPR 四倍以

上的利息包括了自然之债与非法之债，自然之债是民法承认的债务，不应当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假如

刑法介入到本不应该受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当中去，并严厉制裁一个得到民法承认的行为，那么公民的期

待可能性将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司法公信力会大大降低。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将超过 LPR 四倍以上的利

息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 
其次，将超过年利率 36%的利息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符合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众所周知，LPR 是

一个浮动的数值，会随着市场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假使将 LPR 作为高利贷认定的依据，那么就会出现

在订立借款合同时利率超过 LPR 的四倍，而在裁判时利率低于 LPR 四倍的情况，亦会出现利率相同的两

个借款合同，由于签订时间的早晚不同导致受到不同犯罪评价的情况，这不仅会使入罪标准变得模糊不

定，还会使刑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而超过年利率 36%的利息早在 2015 年就被法律评价为非法债务，经

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在民众心中形成普遍的认知，以 36%的年利率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不仅符

合刑法明确性的原则，也具有可操作性强的优点。 

2.3. 行为方式的界定 

催收非法债务罪中，催收对象与催收手段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中，催收手段包括三种类型： 
1) 使用暴力、胁迫方法。这里的“暴力”应是指最广义的暴力，包括不法行使有形力的一切行为[7]，

暴力的对象不仅可以是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近亲属(对人暴力)，还可以是物(如打砸债务人家中的电器、

家具等财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暴力不要求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只需要使债务人及其

近亲属产生恐惧心理即可，与抢劫、强奸罪中的暴力应有所区分。催收非法债务罪虽然侵犯的是双重法

益，但基于罪名的设置初衷是为了规范扰乱社会秩序的催债行为，因此其成立犯罪的门槛应低于其他人

身、财产犯罪，这从该罪设置的较轻法定刑中也可以看出。“胁迫”是指以恶害相通告，使他人产生恐

惧心理的行为。这里的“胁迫”对于恶害的具体内容，通知的方法没有限制，但同样不能达到足以压制

被害人反抗的程度。 
2)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这里立法规定的是“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而非“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因此被害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身体自由，且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一般来说，其正常的衣

食住行不会被过分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罪中的限制人身自由应与非法拘禁罪中的剥夺人身自由严格

区分，不管是行为持续的时间还是造成的后果，都不应当达到非法拘禁罪的入罪标准。 
侵入他人住宅是指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的行为。首先，侵入行为必须具有“非法”性，未经债务

人或其亲属同意进入其住宅的当然属于非法侵入行为，比较有争议的是得到债务人或其亲属同意进入住

宅后，基于各种原因经屋主要求退出而行为人拒不退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这里的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笔

者认为，本罪中对于“侵入他人住宅”行为的认定应当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认定标准保持一致。非法侵

入住宅罪侵犯的法益是公民的住宅安宁权，因此只有严重妨碍他人的居住与生活安宁的非法侵入住宅行

为，才能按照该罪处理。在债务人或其亲属有效同意行为人进入住宅的情形下，行为人进入住宅后催收

非法债务，债务人或其亲属要求行为人退出而拒不退出的，不宜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侵入他人

住宅”行为。因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将“拒不退出”规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行为类型，如果将“拒不退

出”评价为“侵入”，有类推解释的嫌疑。 
3) 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立法机关将这三种行为方式单独列出，目的在于打击以“软暴力”为

主要手段的非法催收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以前，这类行为往往因为达不到大多数犯罪的入

罪门槛而无法得到规制。根据 2019 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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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非法债务罪第三款中的行为方式均需达到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的程度。恐

吓是指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以恶害相通告的行为。其本质上是威胁的意思，但与本

罪第一款中“胁迫”不同的是，“胁迫”更多的是以暴力为后盾，而且多为当面威胁，使被害人产生恐

惧心理。而“恐吓”不一定以暴力为后盾，行为方式也更为宽泛，例如通过打电话、网络、写信、快递

等方式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的对象既可以是债务人本人，也可以是债务人的近亲属或朋友。跟踪是

一种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指的是紧随他人身后，包括但不限于追赶、盯梢、监视等行为。催收非法

债务罪中的跟踪，应当达到造成债务人或其亲属心理强制的程度。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通过身体

或语言行动进行冒犯或侮辱的行为。我国刑法对于骚扰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根据司法实践的判例，骚

扰的行为方式主要有电话骚扰、垃圾短信、性骚扰等。 
应当注意的是，以上三种行为方式均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至于情节严

重如何认定，亟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台相关的解释。笔者认为，可以从实施行为的次数、场所、主

体性质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比如，偶尔的一次或几次电话骚扰不能构成情节严重，而携带凶器实施的，

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有组织地实施的，或者黑恶势力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当属于情节严重。对于“情节

严重”的相关认定标准，不宜过于严苛，更无需达到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入罪标准，因为本罪的法定刑

较轻，只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在严格限制入罪标准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罪责刑相适应

的原则。 

2.4. 主观要素的认定 

催收非法债务罪是故意犯罪，其主观目的只能是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而不能具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在认识因素上，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行为人应当认识到自己催收的债务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债

务，也明知自己的催收行为会给债务人或其亲属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至于催收的债务属于什么性质，

违反了什么法律，则不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人对自己的催收行为所带来的法益侵害

后果持的是追求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催收非法债务罪与财产犯罪的关键。只要行为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真

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为索要这一真实存在的债务而实施的恐吓、胁迫、非法拘禁等行为就不能构成财产

犯罪。有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以暴力、胁迫以及拘禁等手段，催收绝对违法债务(即年利率超过 36%的高

利贷)，则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法院支持其返还钱款的请求)，成立财产犯罪[8]。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催收年利率超过 36%的高利贷不属于“事出有因”，即便被害人给付了钱款，行为人也可以请求返还。

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即使年利率超过 36%的债务不被民法保护，是给付后仍然可以请求返还的债务，

也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对被害人的催收行为就没有“债因”。相反，行为人为实现这一债务所实施的催收

行为是有事实根据的，即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真实存在的债权债务合同。换言之，行为人主观上是基于

某种非法的“债因”去实施暴力、胁迫、拘禁等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催收自己的非法债务，而不具有非

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这与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财产犯罪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此外，从立法者的角

度来看，之所以将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单独入罪，就是因为其与财产犯罪无论是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

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上都有着较大的区别，所以才增设这一轻罪。这与司法实践中将为索债而扣押、拘

禁他人的行为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而不是绑架罪是同样的道理。 

3.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其他犯罪的关系 

3.1.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关系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应当是并列而非竞合的关系，换言之，以暴力、“软暴力”等非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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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不存在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可能[9]。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以前，

司法实践中将大部分以“软暴力”手段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而最新修正案通过增设

轻罪的方式，将此类行为“降格”处理，意在纠正此前实务部门轻罪重判的做法。“与其容忍司法实践

中违背寻衅滋事罪的法理对被告人定重罪，不如设置轻罪让被告人获得‘实益’”[10]。 
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第三款规定“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与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似乎存在一定

的包容关系。但通过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审、二审稿可以发现，二审稿将一审稿第三款“恐吓、

跟踪、骚扰他人，情节严重的”规定修改为“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删除了“情节严重”的限定。

笔者认为，这是立法者有意将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区分开来，说明对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恐吓、

跟踪、骚扰行为的解释应当是程度较为轻微的，不能达到寻衅滋事罪中恐吓、跟踪、骚扰行为的暴力程

度。如果是情节严重，达到寻衅滋事罪入罪标准的恐吓、跟踪、骚扰行为，根据《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可以直接构成寻衅滋事罪，而不存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的

竞合问题。 

3.2.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拘禁罪的关系 

非法拘禁罪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

自由的行为。可以看到，非法拘禁罪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达到了“剥夺”的程度，而催收非法债务罪只

是“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两者对于人身自由的侵害程度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对于催收非法债务罪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理解，应当将“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包括在内，即“剥夺人身自由”应当属于

“限制人身自由”的范畴[11]。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 
诚然，仅仅从文义本身去理解，“限制人身自由”的范围的确大于“剥夺人身自由”，可以说“剥

夺人身自由”是最大程度的“限制人身自由”。但是从立法设计的角度去理解，《刑法》第二百三十八

条第三款已经规定了“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处罚。”这里的“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的程度应当与《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做同样的理解，即应当达到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的程度。而最新修正案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规定了“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方式，如果认为这里

的“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可以包括“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那么《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将会被架空成为一纸空文。此外，从《刑法》其他条文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剥夺”与“限制”属于并

列关系而非包容关系。《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

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立法者在此处将“剥

夺自由”与“限制自由”并列隔开，有意将两者区分开来并赋予不同的内涵。 
综上，笔者认为，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限制人身自由”应当是未达到“剥夺人身自由”程度的“限

制人身自由”，换言之，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限制人身自由”并未达到非法拘禁罪的入罪标准。因此，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拘禁罪是并列的关系，不存在竞合的可能。 

3.3.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关系 

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侵犯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的行为。“侵入住宅型”催收非法

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都有未经他人同意侵入住宅的行为，且两罪的暴力程度相当，存在包容交叉的

关系。笔者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非法侵入住宅罪主要表现为形式上的入侵，并不当然会给被害人造

成心理强制，只要是违背住宅权人的意愿或没有法律依据侵入他人住宅的，就有可能构成非法侵入住宅

 

 

1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行为人因婚恋、家庭、

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

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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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而催收非法债务罪中，入侵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债务人产生心理恐惧或形成心理强制，进而达到催

收的目的，侵入住宅只是催收债务的手段行为。换言之，“侵入住宅型”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住

宅罪在客观行为上都表现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但在主观目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是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两者存在竞合的可能，当

一行为同时触犯催收非法债务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应当按照特殊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原则，以催收非

法债务罪定罪处罚。 

4. 结语 

随着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风险增加，社会失范行为增多，刑事立法为了回应社会治理对安全和稳

定的价值诉求，立法活动日益积极，刑法保护日益前瞻[12]。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增设正是《刑法修正案(十
一)》对社会关切的问题作出的及时回应，有效地解决了实践中司法机关由于没有可适用的轻罪而将大量

恶意讨债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问题。但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中国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我们摒弃了刑

法的谦抑性，相反，一定的轻罪设立，更有利于我们实现罪刑均衡和人权保障。在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

的同时，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该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内涵外延，防止该罪的适用范围被不当扩大，

在打击非法讨债、保护债务人与维护公共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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